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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研究*

曹贤忠   叶 雷   曾 刚    CAO Xianzhong, YE Lei, ZENG Gang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以长三角区域为案例，研究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创新4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的测评指标体系，借助等权重加权、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对长三

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和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且空

间相关性较显著，空间集聚发展特征明显。进一步引入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两个驱动因子与城镇化质量建立回归模型，

分析发现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对城镇化质量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创新驱动对提升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的作用更

大。以期为实现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并为国内其他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演变提供参考。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 case stud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from four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help of equal weight weighting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during 2000-2015,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Further introducing the two driv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drive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to establish a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novation drive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城镇化；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驱动因子；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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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

到2017年的63%，增长约3.5倍。有学者研究

指出这是一种“急速城镇化”现象，超出了正

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1]。“急速城镇化”进程

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农村

空心化严重、部分中小城市衰落、自然资源支

撑力不足、生态环境负担加大等[2]。因此，在未

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将由

快速的城镇化率提升逐步转向城镇化质量的

提高[3]，迫切需要走创新和绿色驱动转型的城

镇化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以人为

本，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如《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稳中求进”、努力实现“人

的城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进一步明确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形

成城镇发展新格局的重点任务。同时，也明确

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新的城镇格局，即大中

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4]。长三

角城市群是世界公认的6大城市群之一，也是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和深化改革的前沿阵

地[5]。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进口博览会上宣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城镇化发展进入加

速阶段。国家“十四五”规划也指出我国已进

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并将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城镇化发展等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因

此，开展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相关研究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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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现实意义。

城镇化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者

的传统研究领域，城镇化发展模式、驱动因素

及其作用特点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6-8]。

我国城镇化驱动因素研究具有典型的阶段性

特征，如改革开放到2000年，工业化被认为是

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子[9-10]；2001—2013

年，经济发展、工业化、全球化、本地化等众多

因子被学者纳入城镇化过程的解释中，且地理

学者们在解释城镇化过程中，对外力与内力、

市场力与行政力等方面的作用存有争议。有学

者认为工业化模式、各类型经济、城乡居民、户

口制度、全球联系等都可以用来解释城镇化的

发展[11]。曹广忠等[12]认为区域城镇化格局的形

成主要受到全球化与市场、行政3大因素的影

响。而Friedmann[13]则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虽然

同全球化进程联系紧密，但主要还是一个内生

过程。魏冶等[14]发现市场力、行政力及内源力

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

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国家新型城镇化

实施以来（2014年至今），科技创新、绿色经济

逐渐被用来解析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方创琳

等[15]基于特大城市群地区为案例，构建了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张春梅等[16]对

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进行了深

入探讨。张昇平等[17]指出科技创新在驱动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且日益增大。

徐维祥等[18]对产业集群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

调发展驱动力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存在明显的

地域差异。

综上所述，城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受到众

多学者的重视，但对于城镇化质量及驱动因子

的关注仍然不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

拟用2000年、2010年和2015年数据，以长三

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市为分析单元，深入分

析处于城镇化进程高级阶段区域的城镇化质

量时空演变差异，并从创新、绿色和传统（资

本、土地、劳动力）3个方面对案例区域进行城

镇化驱动因子识别，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战

略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国内其他区域的城

镇化发展路径提供借鉴。

1   方法与数据

1.1   指标构建

根据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结合长三角新型

城镇化发展、创新型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

境4个方面选取11项指标综合评价长三角城镇

化发展质量。参考叶继红等[19]关于长三角城市

群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赵奎[20]关于新型

城镇化质量测评及动力因素研究、王少剑等[21]

关于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

调研究中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具体选取了如下

指标：（1）经济发展维度。选取人均GDP表征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表

征区域劳动生产率水平，选取城镇单位面积土

地产出率表征城镇化区域土地利用效率。（2）

社会发展维度。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表征区域城乡发展差距，选取城镇万人拥有

医院床位数和城镇万人拥有小学数量表征城

镇公共服务水平。（3）科技创新维度。选取城

镇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表征城市创新能力，选

取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表征区域企业

家精神。（4）生态环境维度。选取建成区绿地

覆盖率表征城市生态基底，选取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表征工业

绿色生产水平。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标准化

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数量级和指标

正负取向存在差异的问题，对原始数据采用极

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式中：xij为指标原始数据；yij为标准化处理

后的数据；max(xij)和min(xij)分别为所有年份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向指标用公式

（1），负向指标用公式（2）。

通过等权重加权综合评价城镇化发展质

量，公式为：

式中：xij为标准化处理后数据；Xij为i城市j

指标的均值。

式中：Zij为城镇化质量得分；Wj为j指标权

重。此处采用等权重加权，n=6，α=1。

1.2.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

类。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分析城镇化发展

质量空间关联程度的总体特征，公式如下：

式中：I为Moran's I指数，I取值范围为

（-1, 1），I＞0为空间正相关，表征城镇化在

空间上显著集聚，I越接近1表示集聚程度越

高；I＜0为空间负相关；I=0表示不存在空间

自相关。n为地级市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xi为i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x为城镇化质量的

平均值。

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分析区域内部

各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

异程度与显著性水平，公式如下：

式中：Zi和Zj分别为i地级市和j地级市的标

准差标准化值；n和Wij的含义与公式（5）相同。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年、2010年和2015年作

为研究截面，以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市

为基本研究单元。为了消除行政区域调整所带

来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问题，本文将2015年作

为参考基准，对2000年和2010年统计数据进

行整合。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1—2016）》、2001—2019年三省一市和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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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统计年鉴，其中2000年和2010年R&D数

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R&D资源清查公

报，2000年和2010年人口相关数据来源于2000

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专利数据主要

从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数据库检索获取。

2   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2.1   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逐步提高

利用公式（1）—公式（4）计算3个时

间截面的长三角区域41个研究单元城镇化质

量，定量评价城镇化发展情况。从计算结果可

以发现（见表1，图1），2000年以来长三角

的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城镇化

质量均值由2000年的0.306提升为2015年的

0.572；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具有较大提升，分别

从2000年的0.090和0.030上升为2015年的0.479

和0.893；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呈现下降趋势，

分别由2000年的0.437和0.671下降为2015年

的0.408和0.558。从省际对比来看，上海、浙

江和江苏3个时间截面的城镇化质量相似，如

安徽省2000年城镇化质量为0.313，2015年

上升为0.458，提升了46.33%；江苏省的城镇化

质量从2000年的0.306上升到2015年的0.624，

增长了1.05倍；浙江省的城镇化质量从2000年

的0.298上升到2015年的0.618，增长了1.07倍；

上海市的城镇化质量从2000年的0.309上升

到2015年的0.632，增长了1.05倍。从分指标

来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

境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社会发展维度均偏

低，安徽城镇化发展整体质量不高，尤其是经

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远低于上海、浙江和江苏。

2000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量普遍

较低，平均水平为0.306，浙江南部、安徽西部

和江苏北部各地市城镇化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其余城市相对较高，但总体差异不大，变异系

数为0.133。2010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

量平均水平为0.431，比2000年提高40.85%，

安徽大部分城市处于城市化质量低级阶段，

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进入城镇化

发展的中级阶段，区域间变异系数为0.133。

2015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为

0.558，比2000年提高82.35%，安徽省仍有部

分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处于低级阶段，合肥已进

入中级阶段，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南

通、舟山等原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已进入城镇

化质量高级阶段，区域间变异系数为0.189（见

表2）。相比较而言，随着时间变化，长三角区域

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距变得更大，核心城市的

城镇化质量提升幅度显著高于边缘城市，存在

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未来在合理引导人口流

动、人口空间布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2.2   长三角城镇化质量时空集聚特征

2.2.1    全局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GeoDa软件及公式（5）计算2000

年、2010年、2015年3个时间截面的全局自

相关Moran's指数，并绘制Moran散点图（见

图2、表3）。从Moran's 指数来看，2000年、

2010年和2015年的指数分别为0.260、0.558、

0.618，参照Z统计量检验，除2000年通过5%

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年份均在1%显著性水平

上，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具有较强

省份 年份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科技创新 生态环境 城镇化质量

安徽省
2000 年 0.033 0.535 0.020 0.663 0.313
2010 年 0.171 0.377 0.084 0.848 0.370
2015 年 0.255 0.475 0.230 0.873 0.458

江苏省
2000 年 0.117 0.401 0.024 0.682 0.306
2010 年 0.387 0.360 0.291 0.894 0.483
2015 年 0.602 0.473 0.513 0.910 0.624

浙江省
2000 年 0.130 0.343 0.046 0.673 0.298
2010 年 0.362 0.343 0.205 0.890 0.450
2015 年 0.545 0.502 0.523 0.902 0.618

上海市
2000 年 0.199 0.362 0.060 0.615 0.309
2010 年 0.550 0.320 0.296 0.834 0.500
2015 年 0.657 0.375 0.633 0.864 0.632

均值
2000 年 0.090 0.437 0.030 0.671 0.306
2010 年 0.300 0.361 0.187 0.874 0.431
2015 年 0.479 0.408 0.893 0.558 0.572

表1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计算值

Tab.1  Calculated value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0, 2010 and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式（1）—公式（4）计算得到。

图1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

Fig.1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00, 2010 and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算结果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表2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变异系数
Tab.2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0, 2010 and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指  标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标准差 0.041 0.071 0.105 
平均值 0.306 0.431 0.558 

变异系数 0.133 0.165 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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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正相关，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或

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具有显著集聚特征。

Moran's指数呈现递增趋势，表明2000年以来

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空间相关性愈发凸显，呈

现空间集聚发展特征。

2.2.2    局部空间集聚格局

为进一步分析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内部

区域差异，利用局部Moran's指数分析长三角

城镇化质量的局部空间分异特征。利用Geo软

件和公式（6）分别计算2000年、2010年和

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局部Moran's指

数，并进行可视化显示（见图3）。HH集聚区

表示地级市自身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均

较高，空间差异较小；HL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

身城镇化质量较高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

较低，空间差异较大；LH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

身城镇化质量较低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

较高，空间差异较大；LL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

身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均较低，空间差异

较小。

如图3所示，2000年、2010年和2015年

城镇化质量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

上海，2000年城镇化质量热点区主要位于浙

皖苏省际边缘区的宣城、杭州、湖州、嘉兴和无

锡。2010开始向上海方向移动，城镇化热点

区主要包括上海、湖州、嘉兴及苏锡常3市，城

镇化质量热点区在空间上固定，至2015年未有

空间移动。HL集聚区较少，仅有2000年的滁

州和2015年的芜湖。LH集聚区仅有2010年

和2015年的宣城，其位于浙皖苏省际边缘区

与安徽省副中心城市的中间，因而比周边地区

城镇化质量低。LL集聚区数量呈现增多态势，

2000年仅有浙江丽水和台州2市，2010年转

移到安徽中部和皖北地区，数量扩充至5个，包

括合肥、亳州、阜阳、淮北和蚌埠，2015年呈现

向皖西和苏北扩散的特征，例如安徽的池州、

六安和江苏的徐州、宿迁。

3   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重点分析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对长三角

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同时考虑制度规范、

传统要素驱动（资金、土地、人力资本）两个

控制变量的作用，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

量驱动因子回归分析模型。分别选取人均R&D

投入（创新驱动主要是指R&D资金投入的驱

动）、单位工业耗电量、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利用率、万人大学生

数6个指标进行分析（见图4）。

研究发现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对长三角

区域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

对不同城市的作用差异较大。比较长三角城市

群41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见图5），创

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与经济发展差异

大体一致，而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反

的空间差异。

具体来看，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创新

投入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

差异（见图4a）。从省域层面来看，创新投入

对浙江和江苏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远远高于对

安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从市域层面来看，创

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主要呈现出正向促进作

用，但六安和阜阳的创新投入与城镇化质量

则呈现出反向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水

平提升滞后于创新投入。其中，相对于边缘城

市，创新投入对上海、常州、苏州、南京、杭州、

无锡、宁波等核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起

到更强的作用，对镇江、扬州、绍兴等城市的

影响一般，安徽省内大部分城市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与创新投入的作用关系不大。同时，江

苏和浙江绝大部分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均

受益于创新投入，创新投入能否促进城镇化质

      a 2000年                                          b 2010年                                            c 2015年
图2  长三角城镇化质量Moran散点图
Fig.2  Moran scatter diagram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GeoDa软件计算结果绘制。

指标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Moran's I 0.2596 0.5589 0.6189

Z（I） 2.5027 5.2417 5.8181
P-value 0.0080 0.0010 0.0010

表3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

全局Moran's指数
Tab.3  Moran's index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0, 2010 and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式（5）计算得到。

图3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局部集聚格局演化
Fig.3  Evolution of loc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0, 
2010 and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算结果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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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升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

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绿色转型对长三角城市

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与创新投入类似，也存在着

显著的空间差异（见图4b）。绿色转型对安徽

和上海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明显高于其对江苏

和浙江的影响，一些发展水平不高且对外经济

联系不强的城市，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提

升效果较显著，如安庆、六安、黄山等城市，这

些城市开发强度不高，生态环境保育良好；同

时，一些发展水平高、对外经济联系强的城市，

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效果也较为

显著，如上海、宁波、合肥、南京、杭州等城市，

这些城市开发强度较高，对生态环境问题比其

他城市更加重视，所以绿色转型作用也较为显

著；而那些发展水平一般且对外经济联系也一

般的城市，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

用较弱，如常州、南通、芜湖等，这些城市开发

强度一般，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尚不

高，绿色转型发展面临诸多瓶颈；还有一些城

市，如嘉兴、池州、滁州、连云港、马鞍山等，绿

色转型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呈现负相关；其余城

市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

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资源，且对环境污染较大，

离高质量发展尚有较远距离。

为了更好地展示创新投入、绿色转型与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关系，本文根据

相关系数的0.5/0.2聚类标准，将长三角41个

城市分为高高（HH）、低低（LL）、高低（HL）、

低高（LH）4个类别（见图6）。结果显示，上

海、杭州等较发达城市在城镇化质量提升过

程中，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均较

为明显；舟山、泰州等中等城市在城镇化质

量提升过程中，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的推动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苏锡常、南通等城市在城

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创新驱动的作用明显

高于绿色转型的作用，未来应更加充分发挥

创新驱动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宿

州、亳州、六安、丽水等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

显著高于创新驱动，未来应充分发挥生态本

底作用，做大做强生态产业，如生态湿地公

园、碳交易、花卉产业等。

4   结论与讨论

综合来看，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

升的态势。2000年以来，长三角区域41个城

市的城镇化质量显著提升，从城镇化质量提升

的不同层级来看，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也呈现

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方

面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也表明在城镇化质

量提升过程中，社会治理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仍需提高。

（2）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相关

性较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发展特征。长三角

图5  2015年长三角各地级市人均GDP空间格局
Fig.5  Spatial pattern of per capita GDP of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注：HH表示创新投入与绿色转型对城镇化质量提升影

响均较高；HL表示创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提升影响较

高，而绿色转型影响较低；LH表示创新投入对城镇化

质量提升影响较低，而绿色转型影响较高；LL表示创

新投入与绿色转型对城镇化质量提升影响均较低。

图6  创新与绿色驱动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区

域聚类

Fig.6  Innovation and green drive regional cluster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算结果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a 创新投入                                                                            b 绿色转型
图4  创新投入、绿色转型与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相关系数空间分异
Fig.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innovation investment/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计算结果运用ArcGIS软件绘制。

区域城镇化质量全局与局部自相关Moran's指

数显示，除2000年为5%置信水平上显著外，其

余年份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长三角

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

系，城镇化质量热点区空间上不断向上海发生

位移。

（3）创新投入、绿色转型对城镇化质量提

升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创新驱动对长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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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更大。从空间分布

来看，合肥—南京苏锡常—上海—杭州宁波等

位于长三角“Z”字形轴线沿线城市“创新驱

动、绿色转型”驱动作用显著，而安徽池州、安

庆，浙江衢州、舟山等边缘城市离创新驱动尚

存一定距离。从“创新驱动、绿色转型”驱动

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范围内的上海、南京、苏

州、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地位较

高，而其他外围城市地位较低，总体上呈现从

上海沿交通轴线向外递减的分布特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科

技创新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领域，应充分重视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在

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上

述研究结论，建议在新型城镇化和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将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重要位置，尤其需要重视城市绿地、生

态环境改造。同时，根据城市科技创新和生态

资源禀赋特征，推动生态环境资源丰富的城市

发展文旅创意产业，实现长三角区域生态产品

的经济价值转化。此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建

议进一步加强城镇化与创新、生态环境之间的

互动机理探讨，以及不同类型城镇化模式效率

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